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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就其歧異言，《詩經》漢學更側重於關懷政治層面，而《詩

經》宋學更側重於關懷人心的層面；倘若就其相同而言，《詩經》

漢學和《詩經》宋學都是立足於干政，爲現實政治服務。而《詩

經》清學則與《詩經》漢學、《詩經》宋學相異，更側重於其學理意

義的探究。也就是説，《詩經》漢學和《詩經》宋學傾向於“治

統”，而《詩經》清學則更傾向於“學統”。《詩經》學經過漢學和

宋學兩個階段的發展和闡釋，給清人留下的闡釋空間有限，而清

儒則在《詩經》學研究上獨闢蹊徑，合漢、宋之長，避漢、宋之短，

從而取得了巨大成就，將《詩經》學研究推向新的高度。這其中

的原因很複雜，治學術史特别是清代學術史的學者們已有不少

論述，其中尤以陳祖武先生爲著。〔１〕當然，史學界對於這個問題

的深入探討，即使如余英時先生的著名的“内在理路説”，〔２〕也

仍然没有言明學術自身積澱的作用：清代經學的發達，關鍵在

於“由文字、音韵、訓詁以通經明道”的學術路向的確立。而實

際上，這個治學路徑的提出，我們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的朱熹。

所以説，清學對“明道”的重視，自然是對宋學的繼承與發展。〔３〕

而清儒對文字、聲韵、訓詁，即語文學的重視，則是吸取漢學之長

了。〔４〕我們進而從學術自身發展角度來看，清人能以語文學爲

基礎治學，則不能不説是依賴於《説文》學的發展；《説文》學的

發展，則是依賴於宋、元、明時期六書學的發展；而六書學的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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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是建立在宋代古文字學和古音學、今音學等韵學發展的基礎

上的。

《詩經》清學之發達，爲《詩經》學史添上了一筆濃墨重彩，

使得今人對於清代《詩經》學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，研究成果

非常多；對清代《詩經》學史的斷代研究也不斷深入，一些高質

量的著作不斷出版，而新近由臺北文津出版社出版的《清代〈詩

經〉學論稿》，則給我們展示了一種别樣的精彩。

本書八章，涉及清代的《詩經》學者有王夫之、胡承珙、馬瑞

辰、陳奂，姚際恒、崔述、方玉潤、王先謙等八位，正文前還有一篇

《關於清代〈詩經〉學史的研究思路》，作爲代序。

我也有幸，本書甫一出版，即承蒙黄忠慎教授之惠賜。三熏

三沐，捧書拜讀，深感此書勝見迭出，對前説之批評也切中肯綮；

且無論是選題、立論，還是研究方法、研究視角，皆可稱道。總體

説來，本書主要有以下特色：

一、 從選題的角度來看，本書研究對象具有
代表性，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，有助於學
界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清代《詩經》學史

　 　 本書所選取的八位《詩經》學者，是清代《詩經》學史中的重

要人物，向來爲《詩經》學史著作所關注，也是專門研究中的重

點關注對象。可以説，深入了解這八位學者的《詩經》學成就，

對我們概括性體認整個清代《詩經》學成就及其發展演變大有

裨益。

此外，本書對這八位《詩經》學者的研究各有側重，不平均

用力，如本書涉及馬瑞辰的研究就三章；對王夫之和方玉潤的研

究也各有兩章。而本書所涉及的研究領域，或尚未被學界關注，

或學界的研究尚待商榷，這充分顯示了黄教授的睿見。比如，本

書對王夫之學術地位升降的考索，就頗值得我們注意。王夫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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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清末時期從祀孔廟後，逐漸被學界所接受，以至於推崇備至。

黄教授首先通過文獻的具體考察，認定王夫之在《詩經》學領域

的學術地位并不具備“典範”的意義；在獲得此一認識的基礎

上，黄教授對王夫之學術地位被“建構”起來的原因作出了合理

地探索。黄教授坦言：“（王夫之）能够入祀孔廟者，最主要的應

該是跟其道德人格有關，學術成績與地位并非主要的關鍵。”〔５〕

這就揭明了王夫之在清末以後被重視的真正原因。其實，我們

只要翻一翻歷代從祀孔廟人員的名單，就知道這些人在學問上

的成就是次要的，而首要的因素則是他們關乎“治統”。而學者

對王夫之的重視，也是因爲王夫之作爲一個儒生，其家國天下思

想在傳承儒家文化中所具有的積極意義，也就是説，儒生更側重

於王夫之的“道統”意義。本來，作爲統治者，肯定是要關注學

者的“經術”，而非“經學”。黄教授對這一問題的研究，有助於

我們對王夫之《詩經》學及其學術史地位的體認。

二、 在研究方法上，本書引入詮釋學、接受
美學等西方理論來研究《詩經》學，使
得相關研究能更爲接近問題的實質

　 　 將西方的理論用之於研究中國古典學術是否合適？這大概

是當今不少學者都在思考或思考過的問題。答案始終未能統

一，或認爲可以，或認爲不可以，更有極端者，會認爲這是雞同鴨

講。作者在本書代序中也提及：“有時還會發生兩位審查人意

見相反的情况，例如一位説論文裏運用某種西方學理來强化論

述，值得肯定；另一位則認爲，相關論述可以删除。”

詮釋學理論和接受美學等理論均來自西方，因此，我們習慣

於冠之以“西方”二字，稱其爲“西方理論”，但我以爲，這裏的

“西方”僅表示這些觀點提出者的身份，而不應該作爲這個觀點

本身的“身份”標籤。詮釋學者提出詮釋活動中的一些規律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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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，并在此基礎上將其理論化、系統化，從而形成的一門專門

的學問———詮釋學。接受美學理論本是用於文學接受活動；而

《詩經》作爲“經”，也必須以文本形態呈現，《詩經》學者在闡釋

過程中，也必然伴隨著對《詩經》文本的接受。因此，我們運用

這些理論來觀照歷代經注，是一種完全可以，而且也非常必要的

研究途徑。只不過，這些理論并不是萬能鑰匙，因此，我們需要

注意的，只是在研究中把握使用的度。而在《詩經》學研究領

域，對這種方法的使用早有先例。著名學者聞一多，就已開始運

用源自西方的文化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《詩經》；２０ 世紀 ７０ 年

代，王靖獻先生借鑑西方的“套語”理論來研究《詩經》，其專著

《鐘與鼓———〈詩經〉的套語及其創作方式》，便是這方面研究的

一部成功之作。

從這本大著中，我們可以看到，黄教授用湯瑪斯·孔恩的

“典範”理論和伽達默爾的“視域融合”理論來觀照王夫之的《詩

經》學學術地位升降；用接受美學的觀點來審視姚際恒、崔述、

方玉潤何以自民國以來被《詩經》學界推崇，等等。這些理論的

介入，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認清問題的實質，對這些《詩經》

學者的學術地位有一個更深刻、更理性的認識。比如，黄教授在

本書第一章中用詮釋學領域的“探究型詮釋學”和“獨斷型詮釋

學”這兩種類型來審視王夫之的《詩經》學研究，提出：

由王夫之《詩經稗疏》、《詩經考異》、《叶韵辨》以及

《詩廣傳》這些著作來看，我們會發現這裏呈現兩種不同的

研究方法，内容趨向更是大異旨趣。雖不至乖違矛盾，但也

没有互補融合的關係。〔６〕

筆者以爲，由王夫之《詩經稗疏》、《詩經考異》、《叶韵

辨》以及《詩廣傳》這些著作來看，其間展現的研究方法與

進路并非走向調和，而是趨向兩個端點：《詩經稗疏》、《詩

經考異》、《叶韵辨》所表現的是純然的漢學研究方法，但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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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詩廣傳》却大談宋學派所喜的“義理之新”。由此，筆者可

以做出這樣的基本推定：王夫之所采用的研究方式爲“漢

宋并治”。……所謂“漢宋并治”，并非調和，而是分别并

存；“漢宋并治”也非對立，而是互不相涉。〔７〕

在本章結語中，黄教授又將王夫之治學的“漢宋并治”稱爲“漢

宋分治”，更貼切地表達了他的觀點。而這個觀點，則是對學界

一直以來所認爲的，王夫之《詩經》學是“漢宋兼采”的觀點加以

修正。而黄教授的這個新見，正是建立在運用詮釋學理論分析

問題的基礎上的。

三、 在研究視角上，堅持宏觀與微觀相結合，
將《詩經》學者及其著作置於學術史，特
别是《詩經》學史的角度中來加以考察

　 　 如果我們的《詩經》學研究，不能將學者置於《詩經》學史，

甚至是學術史的宏觀視角中加以考察，難免會出現立論不當或

論而不深的現象，使人有隔靴搔癢之感。黄教授分别辟以專節，

將八位學者的《詩經》學著述置之於學術史或《詩經》學史中加

以考察。這種將微觀探究置於宏觀的史的角度中加以考察的做

法，能使我們更清楚地從宏觀角度把握清代《詩經》學的發展演

變脉絡，也更清楚地將微觀研究深入開來，得出的結論也自然會

更加可靠。

比如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所采用的訓釋方法中，判讀通

假字是一個頗值得注意的訓釋方法，而黄教授則認爲這是馬瑞

辰最擅長的訓釋方法，而加以研究。在本書第四章，黄教授將馬

瑞辰對通假字的判讀進行了認真的分析，認爲馬瑞辰判讀通假

字主要是根據聲韵上的聯繫，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單憑聲韵以明

通假，而更多的則是“相當講求證據，儘可能蒐羅異文比對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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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結合經籍義訓，會以聲韵貫串判定其假借關係”。〔８〕馬氏的這

種範式，目的就是探語源。而在他那個時代，出土文獻較少，且

較多字無法識别，尚不具備藉以完成探明語源的任務。因此，馬

氏的這種方法，儘管在理論和實際操作層面均有不足，但它代表

了時代的最高水平則是無疑的。要之，其雖有失，但功不可没。

而黄教授的分析并没有到此爲止，而是在此基礎上，繼續對清代

學術史加以梳理，并將馬氏的這個範式置於其中加以考察，顯明

其《詩經》學史意義，這就使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了這一問題。

四、 不拘舊説，由文本立論，得出自己的
新見解，糾學界觀點之偏頗

　 　 自來一些目録學著作和《詩經》學史中，總會對所涉及的每

一部《詩經》學著作給出一個大體上的評判；而特别是《詩經》通

史性質的著作中的評價，有些其實就是據之前的目録書所定，而

没有完全納入現代學術視野下考察，這些結論今天細緻分析起

來，并不是毫無破綻的。黄教授在本書中，對學界認識上的一些

偏頗多有糾正，前文所舉的對王夫之的分析即是一例。又如，本

書對方玉潤的評價：

然而嚴格看待其（引者按，指方玉潤）研經經過與成

果，其實并未能脱離宋人疑經的範疇，并非如民初學者所言

有極爲醒目的創新獨立意義。經學家要打破經典權威的傳

統觀念，恐怕還是要到民國初年疑古思潮迸發之時。〔９〕

目前，《詩經》學界對於方玉潤，一般都是認同夏傳才先生的看

法，將其與姚際恒、崔述并稱爲“獨立思考派”，而他家則在此基

礎上加以推衍，不斷將方氏的《詩經》學史地位加以誇大。而事

實上，方氏的詞語訓詁，是以朱熹《詩集傳》爲基礎，再輔以他家

觀點，也就是説，他的“獨立思考”還是不够徹底的。而事實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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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儒也不可能徹底。作爲儒生，他們始終是要把《詩經》的經學

屬性擺在第一位，拙文曾指出，這是“出於儒者對自己的身份認

同所作出的必然選擇”。〔１０〕黄先生以其精到的論述，既對方玉潤

《詩經原始》的學術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，也有意要糾正目前學

界對於方玉潤過度推崇的看法。此外再如對王先謙《詩三家義

集疏》進行分析後所下的結論：

截至目前爲止，王先謙的《詩三家義集疏》仍屬相關著

作中的佳構，其爲博雅考訂之學的成功之作必須充分肯定；

雖然，三家《詩》的輯佚工作永遠不可能劃下句點，資料判

讀的工夫永遠不可能精密無失，今天我們可以同意王氏在

《詩經》學史上所作的傑出貢獻，但《詩三家義集疏》之永恒

價值亦不宜過度張皇。〔１１〕

黄教授的這個結論，是在對《詩三家義集疏》的《詩經》學史意義

進行細緻考察的基礎上得來的，無疑將會被學界普遍接受。

五、 本書對於《詩經》學史
撰寫的借鑑意義

　 　 本書所談都是清代《詩經》學中的一些重要人物，限於體

例，黄教授并未對每一家的每一個具體成就作過於繁瑣的考索，

而是側重於通過對諸家成就的論析，顯明其學術史，特别是《詩

經》學史意義。而對於當下的學術史，特别是《詩經》學史的研

究現狀，黄教授在本書代序中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：

今日我們對清代學術的理解，受到清末民初學者學術

史的影響很深。但是，他們有屬於自己時代的“成見”，這

個“成見”還適用於現在嗎？這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。

個人以爲，現代的研究者能開創屬於當代的“成見”，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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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期待的。〔１２〕

這裏的“成見”，黄教授加了引號，當是指詮釋學意義上的“成

見”。確實，我們每個人都處於歷史中，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歷

史局限，縱使如黄教授接下來所提及的皮錫瑞、梁啓超、錢穆等

大家，也無法超越自己的歷史局限。因此説，在現代學科視野

下，如何有效地吸收前人成果，去除前人不合時宜的“成見”，重

新建構一個新的、屬於當代的《詩經》學史體系，是當務之急。

毋庸諱言，本書并未能達成這一任務。但是，本書對此作出了積

極的探索，對前人那些不合時宜的“成見”作出了積極的回應，

修正了目前學界認識上的一些偏頗之處；而且本書對於專家專

書的分析，也的確可以給當前《詩經》學史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

的借鑑，而這也正是黄教授所期待的：“若有人由本文或本書獲

得論題上的啓發，對我而言，將比引用我的論文更有意義。”〔１３〕

總體説來，本書取得了不凡的成績，較之當下其他一些《詩

經》學史著作，呈現出一種别樣的精彩。當然，本書也有一些不

足之處，這裏也提出來，供黄教授參考與批評。其一，清代學術

史上有吴、皖二派之分，後來又有學者從這兩個學派中衍生出浙

東學派、揚州學派等概念，并且針對這些學派劃分也有些争論。

黄教授在本書中，對於胡承珙和馬瑞辰的學派歸屬問題作出了

重新思考。通過對“《毛詩》三大家”在解經中的一些具體問題

的考索，黄教授認定馬瑞辰屬“皖派”，而胡承珙、陳奂則應屬

“吴派”。從黄教授的行文來看，分析得比較合理，證據也比較

充分。但是，“吴派”和“皖派”之分别，在清代學術史上或許有

些價值，而在清代《詩經》學史上，這樣分派的意義似乎并不見

得有多大。再者説，這種分派本來就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意義

上的劃分；“吴派”與“皖派”兩個概念的内涵與外延，很難從學

術角度———特别是在當下的學術語境中———給出科學的界定。

依我個人的淺見，這個話題避而不談，雖然有省事之嫌，但也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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嘗不可。

其二，本書中有幾處技術性錯誤：第 ４２ 頁，“語句語文本”

當爲“語句與文本”；第 １１５ 頁註釋 １３ 和第 １６２ 頁註釋 ６４，《中

國訓詁學》出版地當爲“濟南”，而非“萊蕪”；第 １３４ 頁註釋 ５３，

“歙綫”當爲“歙縣”；第 １３５ 頁註釋 ５６，“不進”當爲“不盡”；第

２２０ 頁和 ２２２ 頁之“墉風”，當爲“鄘風”；第 ２４６ 頁，徵引書目之

《詩經要籍解題》的作者當爲“蔣見元、朱傑人”，而非“程俊英、

蔣見元”。當然，這些小問題或由於手民誤植，或由於兩岸學界

交流仍不够深入所致，均無關宏旨。

上海博物館敏求圖書館館員　 陳才

注釋：

〔１ 〕　 陳祖武先生這方面的探討，可參閲他爲林存陽《三禮館：清代學術與政治互

動的鏈環》（北京：社科文獻出版社，２００８ 年。）一書所作的序言。在該序言

中，陳先生對清代學術史的轉向及其研究作了較爲全面的回顧。

〔２ 〕　 在學術的發展、演進過程中，是否有一個“内在理路”存在，亦是值得思考與

探討的。

〔３ 〕　 關於清學與宋學的關係，梁啓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和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

認爲，清學是對宋學的反動；而錢穆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和張舜徽《廣校

讎略》，則認爲宋學爲清學的先驅。其實這兩種看法看似相對，實則并不矛

盾，只不過雙方各執其一面來談。清學對宋學既有繼承，也有反動；在反動

中繼承，在繼承中反動。繼承與反動實際上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。

〔４ 〕　 當然，我個人并不認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所謂的“漢學重訓詁，宋學重義理”的

説法，儘管這個説法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受而鮮有質疑的聲音。少數學者

據朱熹重義理亦不偏廢訓詁，而提出宋學既有重義理一派，亦有義理、訓詁

兼重一派，可是，若我們把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中的“重”理解爲“偏重”，那麽這

３９４書　 評　



種質疑，顯然有未安之處。我傾向於認爲，宋學重義理不假，而漢學則并非

如四庫館臣所認爲的那樣“重訓詁”，他們研經的目的不在治學，而在“儒

術”———即是干政。即使如《毛詩故訓傳》，“故訓”之解釋字詞亦并非其主

要目的，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於“傳”，也即藉解《詩》以闡發其爲現實政治服務

的思想與態度。不過，漢人的訓詁，在客觀上，的確要較後人的訓詁可靠得

多，這就造成了“漢人重訓詁”的表象。

〔５ 〕　 黄忠慎：《清代〈詩經〉學論稿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２０１１ 年，第 ５６ 頁。

〔６ 〕　 黄忠慎：《清代〈詩經〉學論稿》，第 ４４ 頁。

〔７ 〕　 黄忠慎：《清代〈詩經〉學論稿》，第 ４６ 頁。

〔８ 〕　 黄忠慎：《清代〈詩經〉學論稿》，第 １２２ 頁。

〔９ 〕　 黄忠慎：《清代〈詩經〉學論稿》，第 １９８ 頁。

〔１０〕　 陳才：《〈詩〉中沉潜勤“述學”巨椽寫就好文章》，《安徽文獻研究集刊》第五

卷，黄山書社，２０１３ 年。

〔１１〕　 黄忠慎：《清代〈詩經〉學論稿》，第 ２３３ 頁。

〔１２〕　 黄忠慎：《關於清代〈詩經〉學史的研究思路》，《清代〈詩經〉學論稿》，第

２０ 頁。

〔１３〕　 黄忠慎：《關於清代〈詩經〉學史的研究思路》，《清代〈詩經〉學論稿》，第

２１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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